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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研究
———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杨　 卡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区域协作是大都市区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要件,也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区域空间层次的重

要体现。 为了明确区域协作机制中存在的困境和改进机会,以探索更高效顺畅的区域协作路径,文章从

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区域协作中制度性参与者及其诉求,分析了京、津、冀政府各自的

关注议题、行动成本,以及不同层级主体参与区域协作的方式,构建了区域协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中行

动者、协作网络、权力介入、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等变量间的互动机理,并分析了当前区域协作中集体行

动的主要困境与解决机制。 研究指出:区域问题的演化是推动区域治理变革的主要根源,京津冀区域发

展差异和核心城区过度聚集问题逐渐加剧,致使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政策必要性凸显。 区域协作的

基本变量来源于区域现实情境,根植于区域长期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网络,包括:现有制度系统,区域

结构与所要解决的区域问题,参与区域合作的行动者诉求及其紧迫性程度,地方组织之间的自发协作互

动网络等。 中介变量是由基本变量衍生出的协作行动中的过程变量,包括:合作的领域、范围,参与主体

构成状况,行动者动机,强制性权力的介入程度等。 基本变量与中介变量共同作用于区域协作机制,并
对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协作的收益与成效。 京津冀区域多元主体目标差异性较强,
区域协作的分配风险和行动者背弃风险较高,协作网络和自组织系统不够成熟,这些对当前的区域协作

效果形成制约。 为了更有效缓解区域协作中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提升区域协作效率,首先需要全面

分析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地方协作网络等变量,通过对合作效率和成本

的权衡,选择与困境性质相契合的协作机制。 其次,积极培育基层协作网络内的多边、双边协作关系,促
进灵活、有序、可以自我调适的协商机制的形成,让集体行动者的自利性、自主性得到保障,互惠和信任

关系得到发展,从而获取稳定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动力。 最后,还需引导建立区域共有目标体系,尝试通

过个体之间的权利让渡、利益妥协来实现区域整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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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一)大都市发展中的区域协作诉求

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进程已处于加速推进时期,城市空间的核心地位和成长引领性高度膨胀,
并强力吸纳区域内的人口和经济要素,令区域空间分异进一步加剧,也同时引发了区域治理中核心

议题的时代性转变。
在区域人口、技术、资金等要素流动的路径依赖以及惯势作用下,过度聚集所导致的负面效应

未能有效阻止超大城市规模增长的步伐,区域城市人口增减的自组织调节力迟滞不彰。 自 20 世纪

末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作为引领中国城市化的核心空间,源源不断从周边区域吸纳巨

量资源、信息、技术和人才,受益于其内在的集聚优势和外在的竞争优势,在经济和空间体量上都呈

现出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动力和膨胀势头。 尤其近 20 年间,在各种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

超大城市扩张速度加剧,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且流入速度加快。 根据数据统计①:2000 年时全国市辖

区非农人口超过 200 万人的城市 13 个,超过 400 万人的城市仅有 5 个;2010 年市区人口(含暂住人

口)规模超过 400 万人的超大城市已达 13 个,2020 年增至 21 个。
与此同时,规模扩张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日益凸显,住房、交通压力递增,城市生态环境和公共资

源配置的矛盾加剧。 随着政府自身规模和所处理事务的增加,以及错综复杂城市问题的动态演化,
城市行政管理方面的压力加大。 政府在解决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等问题和空间整治、公共服务配置

方面投入大量行政资源和资金,但仍未能有效解决过度聚集所带来的根源性问题。 在单一城市治

理模式遇阻的情境下,管理者更倾向于从区域角度审视城市问题,区域内城市之间协作和利益协调

诉求渐强,这也推动了中国区域治理理念的更新。 自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开始,城市建设者和管理

者不断探索有效缓解聚集、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模式,其中,“田园城市” “卫星城” “新城” “多中心

城市”“分散组团”等疏散和疏解思路曾经给不同时代的城市管理带来灵感和出路,且一贯作为区域

空间治理的常规模式和政策手段被以不同方式在全球各地实施。 中国城市空间疏解也经历了初期

的工业外迁、中期的居住外迁和后期的综合性新城建设阶段,在此过程中新城空间单一、资源配套

滞后、新主城交通等问题曾经制约了外围疏解目的地的发展,同时也为城市管理积累了大量教训和

丰富经验。 如今,北京、上海、广州等核心城市在空间疏解方面又开始尝试新的策略,试图通过区域

空间一体化模式打开新局面。
(二)京津冀区域协作实践

区域问题演化是推动区域治理变革的主要根源。 京津冀区域长期处于以核心集聚为主的演化

阶段,京津尤其是北京的聚集优势表现强劲,其集聚能力、引领作用、增长比重都遥遥领先于区域内

部的其他城市。 一方面,北京、天津发挥核心集聚力,源源不断地吸纳区域人才、资金、信息、技术和

资源,在区域内的人口和经济比重不断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河北在区域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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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1》《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10》《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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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1 年底,京津两市总人口占京津冀区域的 32%,拥有整个区域 40%的城镇人口和 58%的地区

生产总值②。 如图 1 所示,近 20 年来,河北产值在区域中的比重从 47%缩小至 42%,北京从 36%增

至 42%。

图 1　 2001—2020 年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变化图③

另一方面,如图 2,天津、河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势缓慢,河北甚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则迅猛增加,且一直保持在河北的 2 倍以上。 由此可见,区域集聚扩散机

制表现为集聚力突出而辐射扩散不足,核心城市对周边小城镇和区域的带动作用不够显著,尤其河

北区块的发展相对滞后。 北京市则因过度聚集而呈现出交通拥堵、用地紧张、公共服务超载等一系

列城市问题。

图 2　 2013 年以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图(单位:元)

区域发展差异和核心城区过度聚集问题逐渐加剧,致使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政策必要性凸

显,区域协调发展的呼声渐高,从民间讨论、学术关注到政府部门主动沟通的政策议程逐步建立,环
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等决策协调机构也在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京津冀区域协作逐渐成为多级

政府的议题焦点。 2004 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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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https:∥data. stats. gov. cn / easyquery. htm? cn = C01,访问时间 2023. 1. 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https:∥data. stats. gov. cn / easyquery. htm? cn = C01,访问时间 2023.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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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京津冀三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环渤海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

划》等政策文件陆续出台。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

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2014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方案。 至此,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始受到中央政府

和京津冀三地政府,以及三地企业、学者和公众的充分关注。
(三)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的区域研究

制度性集体行动(Institutinal
 

Collective
 

Action,ICA)理论框架最早由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Feiock
教授所建立,该理论整合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1] ,以及交易成本、公共物品和制度变迁等核心

概念,聚焦于地方政府及其相关机构作为核心主体的集体行动。 ICA 理论认为,当决策涉及多地政

府或政府的多部门机构时,因共同目标、利益而出现沟通、协作和订立契约的动态过程,即为制度性

集体行动[2-3] 。 在信息不对称和缺少协调的情形下,复合行动者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将导致集体结

果的无效率[4] 。 如某地政府在施行政策过程中产生了溢出行政边界的外部效应,当这种外部效应

为负时便造成了区域政府之间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s)。 制

度性集体行动困境源自于权力和责任的碎片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和外部性问题等[2] 。
近年来,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推动了理解碎片化治理中的集体行动问题,并识别了用于克服该

问题的相关机制,该理论框架在区域协作分析中的应用日趋增加,其有效性也得到了广泛认可[5] 。
区域协作是在解决行政区外部性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目标下,通过跨行政区地方政府的

沟通、协作,以订立协作议程、统一规划、行动纲领和日常研讨会等形式进行集体商议、决策和行动,
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聚焦于其中的合作机制,通过行政诉求、交易成本、制度和风险等关键变

量的分析,将区域治理问题模型化的同时紧密贴近区域实践。
2015 年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引介 ICA 理论,并将之应用于中国城市区域协作研究中。 1990 年

代以来,国内都市区域、城市群的同城化、一体化战略纷纷展开,府际协作对于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

正向推动作用[6] ,但常常因利益矛盾和协商机制缺失而导致地方之间的协作效果欠佳。 锁利铭等

指出,不同领域的合作治理水平、合作方式以及合作网络结构会存在明显差异[7] ,高异质性的城市

群需要上级政府的资源输入与政策干预才能形成较好的协作治理,低异质性城市群其内部更容易

形成自发的协作治理[8] 。 从集体行动的制度层面考虑,有必要构建分权化地方政府之间高效的合

作机制,实现跨界区域的功能管治与适当的权力整合[9] 。 而在上级政府推动协作的具体方式选择

上,应更积极培育协同主体间自愿协同的意愿及能力[10] ,并适时根据任务特点调整推动要素,选择

有效的城市群治理模式来破除地区间的政策壁垒,弱化各地方政府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与动机[11] 。
区域协作这一集体行动的动态过程,推进了区域协作、互通和共赢,但也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跨越

的障碍,而目前的针对性研究范围和数量有限,尚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有必要结合实例,通过框架

性的梳理来明确区域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要素机制、实质内涵与运行欠缺,进而找到提升其行动成效

的系统路径。

二、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者及其诉求目标

(一)京津冀三地政府及其集体行动诉求

京、津、冀由于区位、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的差异,三地政府作为行动者各自在集体行动中面临

35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2 期　 　 　

不同困境、拥有不同诉求,同时在区域协作政策中有差异性地获益和作出妥协让步。
如表 1 所示,北京市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聚集所带来的资源、环境和设施

服务等方面压力过大,并进一步产生交通拥堵、用地紧张等城市问题。 因此,北京市政府从城市自

身发展和结构优化的利益角度出发,要求向外疏散人口和产业,减小内部空间压力,促进城区空间

秩序优化。 北京市近年来制定了各种政策促进中心城区人口疏解,与河北某些县市合作促进北京

既有产业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源要素向环京区域聚集,增强了廊坊、固安、三河等环京

市县发展的动力。 21 世纪以来,北京市城市治理理念也发生较大了转变,重点体现在城市核心职能

的重新定位和对城市生态品质的追求上,而生态环境改善还需依赖区域集体行动,尤其对河北空间

发展、产业转型提出更高要求,这部分成本涉及北京市域范围之外,属于区域集体行动成本,是 ICA
框架下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来源。

表 1　 京津冀区域省级制度性集体行动者分析表

地方行动者

北京 天津 河北

问题 过度聚集,资源、环境、设施
压力,用地不足

动力不足,同质竞争,近岸海
水污染,港口发展动力问题 发展滞后,产业落后

诉求
向外疏散,区域范围的生态
保护与资源调配,高质量有
序发展

产业升级,增强竞争力,区域
范围的生态保护与资源调配,
促进滨海区发展

产业升级,承接转移,发展经济,提升公
共设施、服务水平

外部性成本、
收益

人口、产业、设施、服务的疏
散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生态
诉 求 约 束 区 域 空 间、 产 业
发展

滨海资源、港口建设支持区域
发展;承接北京市部分功能
转移

接纳京津功能疏散,促进区域产业、市场
协作;为区域发展提供用地空间;粗放型
产业和能源利用方式加剧区域污染;无
序承接转移扰乱区域空间秩序

ICA 主体 市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
区政府

市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
区政府

省政府、行政机关;环京津各市县政府;
其他市县政府机关

　 　 天津作为京津冀区域的滨海片区,与北京在产业优势和区位特征上存在着错位发展的可能,因
此,充分发挥海洋资源和港口优势是其重要的诉求,如何通过协作将京津之间的产业竞争转换为协

作协同是其集体行动的核心目标。 从提升区域空间结构效率角度看,天津也需要依托滨海优势,打
造京津冀区域的核心增长空间。 在北京市主动转变城市职能的大背景下,京津产业呈现错位发展

态势,但津冀之间的协调矛盾仍然突出,两地政府还需在打造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开发园区、产业

梯次转移方面进行协调,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
河北省域的主要问题在于城镇发育缓慢,产业落后,集聚能力不强,与京津两地存在较大差距。

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河北省 2020 年的常住人口仅仅比 2000 年增长了 12%,而这

20 年间北京常住人口增长了 61%,天津常住人口增长了 41%④。 这种差距是京津冀区域二元分化、
区域发展失衡的突出表现。 从区域外部成本的角度看,环京地域的发展与保护问题一直是区域协

调的核心议题。 环京北部区域由于区位和生态原因,作为生态保护区域工业发展和土地利用限制

较多,河北的重工业、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也对整个京津冀区域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 在外部收益方

面,2004 年以来,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步伐加快,河北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促进自身产业升级,在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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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三号)发布时间 2021- 05- 11. http:∥www. stats. gov. cn / tjsj / tjgb / rkpcgb / qgrkpcgb /
202106 / t20210628_1818822. html 访问时间 2021-7-19.



杨　 卡　 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研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津疏散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大量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在区域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中受

益颇多。
(二)其他层级行动者

在三地省、直辖市政府作为整体参与区域集体决策的同时,其政府内部又有多个机构作为次级

层次主体参与集体行动,且各自的参与方式和外在影响呈现出不同特征,进而构成多层次交叉互动

的 ICA 主体体系。 三地的原规划部门、土地管理部门人员除参与各种联席会、各种磋商和签订多层

次协议外,还是最早针对区域协作问题进行广泛研究的群体[12-13] 。 次一级行政机构多元参与有效

推进了集体行动多层次网络的发育,有利于区域协作行动形成自上而下的密切合作、沟通机制。
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积极参与京津冀协调的集体行动。 国家发改委从 1980 年代

开始参与京津冀市长联席会,2000 年前后主持多项涉及京津冀区域协调的研究、规划工作。 2014 年

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设立雄安新区等行动强力推进区域内

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并成为其中的核心引导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出于比京津冀地方视

角更高、更宏观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某一地或某一组织的利益,而是从有利于区域整体利益和促进

区域整体实力的高层级目标出发,成为推动集体决策和行动的权威主体。

三、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与互动机理

(一)关键变量

在区域协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中,行动者诉求与动机、地方协作网络、权力介入形式、合作风险

和交易成本等关键变量对行动过程起到重要制约或推动作用,进而影响集体行动成效。
1. 行动者诉求与动机

区域协作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行动者在合作中所获得的收益。 在协作中,地方行动者通过市长

联席会、研讨会等形式进行全面协商和讨价还价,以期实现组织的利益诉求,以合作增进组织及地

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或生态利益。 每个参与区域合作的城市或其他级别的地方政府,都会因城市

自身发展水平、产业分工、政府组织利益等而对区域合作有不同的期待,各行动者对于增进各种收

益的需求紧迫性也存在差异,这是影响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因素,也是制约合作有效性的关键变量

之一。
2. 地方协作网络

地方协作网络是在漫长的区域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主体之间形成的多层次交往合作网

络。 京津冀区域的地方协作网络包括而不局限于 1980 年代开始的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环渤

海地区市长联席会、环京经济协作区,1990 年代开始的京津冀城市协调发展研讨会,以及 2000 年以

来的各种整体规划和协商会、研讨会。 在这一网络中,企业、政府、学者等不同主体,通过沟通会、研
讨会、协议、宣言等多种方式,由大量多边、双边合作形成错综交织的合作链接网络。 地方协作网络

的发育状况,体现主体之间相互信赖程度,表征区域内信息互通、主体互动的便利性和合作执行成

本,是区域合作的基础变量。
3. 权力介入

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遭遇障碍或停滞不前时,往往需要更权威的权力介入,通过上一级政府、
权威机构或上级授权的协调组织来协助区域突破困境。 国家发改委早在 1980 年代就开始积极推动

55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2 期　 　 　

京津冀三地的协调,参与三地之间的协作会议,2000 年以来更在各种规划和协调工作中担任主导性

角色。 权力介入通过更权威和合法性力量来解决地方政府行动外部性问题,与地方协作网络的自

组织力量形成对比,共同构成 ICA 机制二维框架的横向变量。
4. 合作风险

ICA 理论框架下的合作风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协调风险、分配风险和背弃风险[2] 。
在区域空间协作过程中,当地方政府需要处理城市之间事务且协调需求较强时,将面临较高的

协调风险,尤其涉及的事务比较复杂,需要多方参与,需要多项政策相互配合组成政策群组时,协调

风险将急剧增加。 区域合作中存在多方的利益分配问题,区域内城市需要在土地空间使用、产业协

作、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治理等领域进行协调,多方在协调过程中必然涉及资源、利益分配的问题,
当利益分配失衡、行动者诉求和收益差距较大时,分配风险将导致合作陷入困境。 背弃风险的根源

在于诉求差异:区域内地方政府诉求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冲突,某地一些决策可能不符合其他城市或

省份的利益诉求,甚至带来其他行动者利益的损失。
5. 交易成本

合作机制中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执行成本和自主性丧失成本四个方面,主体

数量越少和涉及政策领域越少则交易成本越小[2] 。 交易成本还受到外部力量介入的影响。 在区域

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基于自组织体系的地方协作网络越发达,其内部多渠道的信息沟通和协商机

制越能降低合作中的信息成本和议价成本,基于省、市官方组织自愿参与的合作模式也越能减少合

作中的执行成本和自主性丧失成本。 相反,强制性权力介入的信息沟通、议价和执行成本较高,其
中部分主体的自主性丧失成本也较突出。 京津冀区域协作中自组织体系的协作网络尚在发展完善

过程中,在目前上级机构介入引导的基础上,还需继续发挥三地自组织协商和信息沟通机制,进一

步降低协作成本。
(二)互动机理

如图 3,区域协作的基本变量来源于区域现实情境,根植于区域长期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网

络,包括:现有制度系统,区域结构与所要解决的区域问题,参与区域合作的行动者诉求及其紧迫性

程度,地方组织之间的自发协作互动网络等。 中介变量是由基本变量衍生出的协作行动中的过程

变量,包括:合作的领域、范围,参与主体构成状况,行动者动机,强制性权力的介入程度等。
基本变量不仅直接作用于协作机制,还通过作用于中介变量影响协作机制的运行。 具体而言,

现有制度状况会决定权力介入的形式,进而影响协作机制中强制权力使用的多少。 如果区域拥有

较权威的上级机构或政府,那么上级权威组织很容易通过强力介入的形式整合区域决策,解决行政

碎片化的问题,反之,如果上级机构权威性和管辖权较弱,区域协作机制则需要更多地依赖地方自

组织的嵌入网络。 另一个维度上,区域中各地政府的经济差异、结构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各地对

合作的不同诉求,决定了行动者的合作动机,也决定了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稳定性,这些不仅影响

区域协作机制的选择,还是协调风险、背信风险的重要干扰变量。
基本变量和中介变量都会对区域协作的成本和风险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区域协作的收益和成

效。 例如,越复杂的区域问题,常常需要多方主体的参与,其中涉及的政策域也较为宽泛,因此合作

风险也越高。 在这种政策情境下,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强制性权力介入的方式合作,这虽然需要付出

较高的交易成本,但的确能够取得显著的合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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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制度性集体行动关键变量及其互动机理

四、京津冀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

(一)区域多元主体目标差异引发的协作困境

区域协作中普遍存在主体多元导致的政策目标分异问题,这是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来

源。 京、津、冀三地在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目标定位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且在基础设施、人才

等方面竞争、矛盾突出,这对区域内部的协作磋商和政策实施都形成了制约。 三地政府及其下属行

政机构对于区域协作的目标诉求不同,期待在协作中获取的利益和愿意为协作支付的成本有较大

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决策和执行效果。
一般认为,区域内城市之间的交互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要素的集聚扩散上,通过资源、

人才、技术、信息、市场等的流动和相互影响形成紧密连接的区域城市体系。 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

视角看,政府决策和制度交互作用对区域要素的集聚扩散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某些阶段成

为区域城市体系演变的核心动力。 由于区域决策主体呈多层次分散形态,省域、市域、县域政府及

其下属机关的组织诉求和决策目标是多元分异甚至存在冲突的,零散的决策便不可避免带来对区

域内其他城市的负外部效应,或者干扰其他主体的决策效力,进而导致政策效果不佳、资源配置效

率低下、区域内部竞争或区域整体收益下降。 在协商和磋商中,决策主体对于自我目标的单独追求

将影响集体决策的效率,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也将阻碍协议决策的形成。
(二)合作成本和背弃风险较高

以环境治理为例,区域协作对产业转型、资源利用、空间规划都提出约束性要求,尤其对河北省

来说,在生态环境治理中需要付出更多行动成本,而生态诉求并不是河北省目前阶段所要追求的核

心诉求。 这种政策情境下集体行动的收益被均分、而成本负担不同,因此分配风险和行动者背弃风

险较高。 目前,京津冀区域采取了三种主要方式来降低合作风险:其一,在合作中签订约束性协议,
包括“天津倡议”“廊坊共识”和更具约束力的各种规划;其二,通过补偿机制形成新的平衡,确立扶

贫和绿化空间综合平衡等策略,促进互利共赢;其三,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权威部门介入与监

督,协调利益分配,督促协调计划的执行。 即便如此,多领域的协作成本和背弃风险问题仍是制约

区域制度性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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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作网络和自组织系统尚未成熟

京津冀协作自 1980 年代开始受到重视,区域已经构建起中央和省市层面、区县层面的协作网

络,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通过多种规划、政策、协议的实施参与协作活动。 在地方政府引导下的政

府联席会议中,也邀请了三地的企业代表参与,企业之间通过协议、磋商等方式建立合作。 但由于

产业结构的原因,河北长期以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科技实力不强,参与京津制造业、高科技产

业、金融业等的协作十分有限,三地因产业协作度不高导致企业间的协作网络发育不够成熟,教育、
医疗和科技方面差距较大也导致民间交流不充分、自主协作意愿不足。 总体而言,区域协作内容集

中于产业、教育和设施领域,协作主体主要集中在省、市层面的公共组织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
社会主体参与度相对较低,目前还未形成基于市场主体的多层次、互信、多元协作网络,基于互惠、
自愿和市场配置利益的自组织协作系统尚未发育成熟。

五、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的化解机制

区域决策中 ICA 困境是制约区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现代区域发展和区域协作中所要尽量

避免和克服的问题。 缓解区域 ICA 困境的理想状态是通过内部协调机制,提升区域的集体收益,最
终尝试在区域内部多主体之间形成帕累托最优,也即区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区域协作通过多种

途径缓解 ICA 困境,在协商博弈中克服决策之间的不利干扰,促进互利性决策的形成,努力降低单

个主体决策的负外部性而增强其正外部效应,寻求政策协调的集体利益。
区域协作中 ICA 困境的解决方式多样,各国、各地也尝试了通过协约、协会和组织创新等多种

途径来缓解 ICA 困境。 Feiock 汇总了政府之间常见缓解 ICA 困境的的机制,根据合作效力来源和

合作涵盖范围对其进行了二维划分(表 2)。 社会嵌入、合同、授权和强制性权力提供了用于整合决

策的不同机制,强制性由低到高,共同构成框架的横向维度。 这一维度上也体现了单个政府参与或

退出合作的成本差异:基于自愿和社会网络的合作,其建立或退出成本较低;而基于强制权力的合

作交易成本较高。 纵向维度展示了参与者数量和所涉及政策职能数量的差异,自下而上参与方增

加,行动的复杂性随之增加,对权威组织参与协调的需求也增加。 二维框架的前九个机制中各当局

根据困境状况自愿参与集体合作,合作的难度自下而上、自左至右上升。 Feiock 认为,最后三种机制

是更高权力机构强加给当地行为者的机制,因此未必是合作的产物[2] 。 结合京津冀区域实践以及

中国行政机构协作特色,ICA 困境化解机制可归结为多重合作目标、嵌入式网络、协议契约和授权组

织等主要形式。
表 2　 ICA 困境解决机制的二维框架表

复杂性 / 集体行动 多重自组织系统 7 政府协作委员会 8 区域行政组织 9 部门合并 12

中间 / 多边 工作组 4 伙伴关系、多边协会 5 多重合作目标的区域 6 有外部力量的网络 11

单一事务 / 双边 非正式协作网络 1 签订协作合同 2 单一合作目标的区域 3 授权合作的协议 10

嵌入 合同 授权 强制性权力

　 　 来源: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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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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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2013,41(3):397-425.

(一)多重合作目标

深层次的区域协作需要协调各方冲突性的政策目标,尝试建立集体行动的区域一致性目标,进
而形成区域一体化的政策决策体系,订立多方协同基础上的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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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及其内部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有所差异,随着时间的推进,区域协作目标也

呈现出阶段性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京津冀区域内的城市存在资源和商品供需矛盾的问题,制

度性集体行动集中在资源、产品调配方面,政府还通过协商、协议、促进企业合作等方式解决资源商

品短缺问题,进而谋求地方经济发展。 真正通过政策和行动推动的区域协作治理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 1981 年,京、津、冀、晋、内蒙召开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会议,确立省、市长主席联席机制,成

立国内第一个经济协作区[14] ;1982 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首先提出了“首都圈”的概

念;1986 年,天津、大连、唐山、青岛、烟台等 15 个城市成立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1988 年,北京与

河北省内环京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廊坊、承德等组建环京经济协作区,建立了市长、专员

联席会议机制[15-16] 。 之后,在协作机构和联席会议机制基础上,政府主导举办的华北地区、环渤海

和环京的经济技术协作会议继续定期召开,关于区域协作的学术讨论逐渐深化。

1990 年代,京津冀区域的 ICA 目标以产业升级和区域内产业协作为核心,并融合了交通一体

化、市场一体化等多元目标。 2000 年以后,区域协作目标朝着多层次多领域发展,ICA 的核心目标

包括:通过疏散以解决城市病的空间治理目标;促进区域发展均衡、减贫、社会服务体系一体化的社

会治理目标;区域环境整治的生态协作治理目标。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主持了对京津冀区域的一

系列研讨会,作为牵头组织的核心主体,协调京津冀相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工作,从自上而下的角

度推动跨区域协作中的利益协调,对促进多主体决策目标收敛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目前在党中央

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小组的推动下,ICA 协作目标继续上升为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优化区域城市空

间格局和区域全方位的融合发展,逐渐理顺的目标体系和多元的沟通机制有助于缓解区域治理中

的 ICA 协作困境。

(二)嵌入式网络

政府间的关系与地方网络密不可分,甚至深植于区域的社会经济网络中。 Feiock 特别强调了地

方组织之间的长期互惠联系对区域协作的突出作用,将社会嵌入作为缓解 ICA 困境机制的重要基

础之一。 嵌入网络下的区域协作源于主体自利目标和互利需求,临近城市的企业、团体、人员或政

府职能部门,在市场机制和多次博弈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关系,通过非正式、灵活而又频繁的互动,

可以构建起错综交织的合作网络。 嵌入网络下的区域协作具有自组织特征,合作的交易成本低,合

作成员出于自利原因也不易叛逃合作网络,因而更具稳定性。

近十年来,在京津冀协作政策推动下,京津冀三地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避免同质化的同

时促进内部协作网络的形成,北京市逐渐转变职能,重点朝着四个中心的方向建设,天津、河北则重

点支持生产基地和物流中心的发展,区域分工格局逐渐合理化,这也将推动地方社会嵌入的非正式

网络成长。

(三)协议、契约

契约或协议的方式,是在充分关注地方政府自身诉求的基础上,通过正式、规范文本等形式约

束、激励各方行动,以帮助解决区域决策的外部性问题。 一般而言,缓解 ICA 困境的合同路径包括

府际协议、多边协会和政府合作委员会机制等。

府际协议是重要的缓解 ICA 困境的机制,常见形式有合作宣言、合作框架、合作意见等。 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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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都市区的跨界治理实践中,政府间协议是当前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中运用最普遍的方式之一,美

国 10 万人口以上城市的 1 / 2、30 万人口以上城市的 3 / 4 都涉及地方政府间协定[17] 。 京津冀区域协

同发展过程中召开了多种类型的合作、交流、协商会议,其中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及其行政部门主

导组织的,参与者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人员等制度性集体行动者为主,专家学者等作为智囊和决

策辅助的制度外人员也常参与其中。 通过市长联席会、京津冀协调研讨会等府际会议,区域内城市

之间沟通信息。 在相关会议上,多方谈判协商形成互信机制,从而降低集体协议的交易成本,促进

协作协议的达成。 1980 年代成立了华北经济协作区和环京经济协作区,在协作区的框架下又通过

市长联席会、研讨会等形式进行沟通磋商。 2000 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内联合签订了“禁牧令” “稻改

旱”协议等府际协议。 2014 年,在京津冀协同战略的推动下,京津签订了五份合作协议和一份备忘

录,就交通一体化、共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推动环境保护合作和市场一体化等协作达成共识;京

冀签订了协同合作的七项协议。

此外,高一层级政府常常进一步通过区域性规划、计划,提升各方之间行动的匹配度,合理分配

协作收益,从而大幅降低协调风险,增强协作成效的可预期性。 在京津冀区域协作进程中,中共中

央、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领导和组织编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十三五”时

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等,这

些规划已经成为区域协作的权威规范,并为地方政府及下属机构间的双边、多边协议提供政策

指引。

(四)授权、组织

授权机制中更高一层级政府直接介入,常常通过扩大政府部门权限或管辖范围来解决政府职

能范围受限的问题,例如成立单一、多元合作目标的特区,将政府合并成立大都市政府,或指派领导

组织机构等。 授权机制中高层级政府主动促成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交

易的行政成本较高。

2014 年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相应办公室,作为制度空间更大和权威性更强的合

作组织,虽然其参与者的交易成本较高,但在京津冀区域自组织的嵌入式网络机制发育不足的情境下,

中央政府的强力介入提供了有效的治理 ICA 困境的机制,在治理京津冀区域长期存在的协调困境中有

突出效果。 自成立以来,该小组主导组织京津冀区域空间规划、区域问题研究,引导区域设施、产业和

环境治理协同,并通过推动雄安新区、北京副中心等重点空间建设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优化。

六、结论与建议

理想化的帕累托最优是区域的努力方向,但并不是集体行动的核心目标,区域协作行动中更核

心的目标是解决分歧、协调利益,在此基础上推动区域整体发展。 区域中制度性主体的利益诉求差

异导致的分歧,很难通过一致性的集体目标来解决,因此多目标之间的协商、妥协机制至关重要。

(一)合理选择协作机制:与困境性质相契合

全面分析区域协作中 ICA 困境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地方协作网络等变量,在对合作效率和成本

权衡的基础上,选择与困境性质相契合的合作机制,以克服行动困境、达到最佳合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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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高合作风险域,权威行政力量积极介入。 当出现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合作的背信风

险较高,或地方政府间达成一致的决策成本较高时,自组织合作网络的力量便难以发挥,需要权威

行政力量来整合政府力量,解决碎片化形成的困境。 虽然这种强制力量介入的方式会造成某种程

度上地方自主权的丧失,且可能导致行政成本较高,但其在合作风险较高的政策情境下是较为高效

的解决机制。 而大型的区域空间规划、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长期的行政监督和详细复杂的政

策设计,还涉及多方利益的权衡,其执行成本、议价成本高,合作的协调风险和分配风险大,因此也

更需要权威力量的介入。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下属机构广泛参与了京津冀区域的整体规

划和基础设施建设部署,大幅缓解了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政府在此领域的合作困境,整体提升了政

府集体行动效率和效果,但此类参与需注意边界,遵循区域发展规律,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诉求。

另一方面,在低合作风险域,培育自组织合作体系。 地方协作网络基础上的自组织合作机制建

立在自愿、自利、自主的基础上,通过充分沟通、协商达成一致,地方行动者为自身诉求而积极主动

进行合作。 这种合作基于行动者互信和互惠,其决策成本和行动成本也较低,多元网络互动体系也

利于区域合作的长期稳定运行。 因此,在低合作风险域,当涉及单一或有限政策领域,参与者及其

利益分配可协调时,更应支持区域自组织体系发挥作用。 政府可通过创造沟通、协商机会,促进研

讨、研究,激励合作等方式,培育多层次的协作链条、多元的合作网络,鼓励企业、学者、公共机构广

泛参与区域协作,提升自组织合作体系的效用。

(二)优化完善协作网络:降低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和违约可能性

发挥地方协作网络作用,积极培育低成本、低风险和自组织的合作运行机制。 积极培育基层协

作网络内的多边、双边协作关系,促进形成灵活、有序、可以自我调适的协商机制,让集体行动者的

自利性、自主性得到保障,互惠和信任关系得到发展,从而获取稳定的 ICA 行动动力。 鼓励建立各

层级政府、企业协作网络,推动京津冀协作主体建立多层次、多通道联系,既有利于降低协调合作的

执行成本,也在信息充分交流中降低信息成本,同时避免过多自主性丧失成本的支出,有利于提升

协作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未来,降低集体行动中的不确定性和违约可能性,还需要在充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特定

机制和协商建立的规则,对协议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督促,适当约束行动者,降低执行过程中的背

信和叛逃风险。 但对于背信风险和协商成本较高的协作项目,仍需要考虑通过强制力量或适当让

渡自主性的途径来提升协作效果。

(三)权衡处理多元目标:适度引导区域整体目标体系的发育

市场机制下充分竞争能够鼓励自利特质发展,并以此实现个体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但

这也将丧失掉部分大团体的利益,存在资源配置失衡和内部耗散的可能。 因此,在区域协作目标

上,政府需要通过双向引导以兼顾区域内地方主体利益和区域整体利益。

一方面,只有充分尊重 ICA 中的个体利益与诉求,才能保证合作体系有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并推动区域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因此区域合作不能忽略个体价值与利益,甚至需要充分关注每

个参与者的差异化特质及其对合作的诉求,建立合适的机制和互惠关系促进个体诉求的实现。

另一方面,在互惠合作机制的基础上,适度引导建立共有目标体系,尝试通过个体之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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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渡、利益妥协实现区域整体目标。 由于涉及区域目标和参与者个体目标之间的不一致问题,或存

在需放弃部分个体目标以实现整体目标的抉择,因此有必要通过合作机制实现多层次目标之间的

协同,利用补偿机制对个体放弃的部分利益进行偿还,在实现利益平衡的同时激励行动者个体对整

体目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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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and
 

solu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l
 

collective
 

action.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problems
 

is
 

the
 

main
 

source
 

of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governance 
 

the
 

basic
 

variable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come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region 
 

and
 

its
 

root
 

is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
 

formed
 

in
 

the
 

region
 

for
 

a
 

long
 

time 
 

including 
 

the
 

existing
 

system 
 

region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e
 

demands
 

and
 

urgency
 

of
 

actors
 

involved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spontaneous
 

collaboration
 

and
 

interaction
 

network
 

between
 

local
 

organizations 
 

Intermediary
 

variables
 

are
 

process
 

variables
 

derived
 

from
 

basic
 

variables
 

in
 

cooperative
 

actions 
 

including 
 

the
 

field
 

and
 

scope
 

of
 

cooperation 
 

the
 

composition
 

of
 

participants 
 

the
 

motivation
 

of
 

actors 
 

and
 

the
 

degree
 

of
 

intervention
 

of
 

mandatory
 

power 
 

The
 

basic
 

variables
 

and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s
 

act
 

together
 

on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have
 

an
 

impact
 

on
 

transaction
 

costs
 

and
 

cooperation
 

risks 
 

and
 

ultimately
 

affect
 

the
 

benefits
 

and
 

effectiveness
 

of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dilemma
 

of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more
 

effectively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problem
 

areas 
 

local
 

cooperation
 

networks
 

and
 

other
 

variables
 

involved
 

in
 

the
 

ICA
 

dilemma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select
 

a
 

cooperation
 

mechanism
 

suitable
 

for
 

the
 

nature
 

of
 

the
 

dilemma
 

by
 

balancing
 

the
 

efficiency
 

and
 

cost
 

of
 

cooperation.
 

Secondly 
 

we
 

should
 

actively
 

foster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gencies
 

at
 

all
 

level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flexible 
 

orderly
 

and
 

self-adaptable
 

negotiation
 

mechanism 
 

ensure
 

the
 

self-interest
 

and
 

autonomy
 

of
 

collective
 

actors 
 

and
 

develop
 

th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and
 

trust 
 

so
 

as
 

to
 

obtain
 

a
 

stable
 

impetus
 

for
 

ICA
 

a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mmon
 

regional
 

goal
 

system 
 

and
 

try
 

to
 

achieve
 

the
 

overall
 

regional
 

goal
 

through
 

compromise
 

and
 

concession
 

between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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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Beijing - Tianjin - Hebei
 

Regi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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